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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变迁与边缘效应
———西辽河流域北系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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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所谓西辽河流域北系区，是指西辽河及上游西拉木伦河以北，由查干木伦河、乌尔吉木

伦河、海哈尔河、新开河等主要支流构成的水系区。北系区西倚大兴安岭，东至双辽 （东、

西辽河交汇处），北抵霍林河，范围包括现行政区划的赤峰北部、通辽北部三个旗县及兴安

盟和吉林白城之一部分。位于东经１１７°－１２４°、北纬４３°－４５°，东西狭长，总面积约１２万

平方公里。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红山文化命名开始，到１９６０年代从泛称为细石器文化中识别出富河

文化，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又相继发现小河沿文化、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辽西考古学文

化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上自距今８０００年以上，下至距今４０００年前后，确立了较完整的序列与

编年体系。由于上述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在相互关系上具有同一谱系的延续性，所以该编年体

系成为辽西乃至周邻地区考古实践的重要参照系。但在很长时间内，西辽河北系区的田野工

作多为地面调查，资料零散，报道不系统，所以大多数情况下难以辨识不同文化遗存的面貌，更

缺乏对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整体认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为配合平

双公路（平泉—双辽）、集通铁路（集宁—通辽）等工程建设进行的大规模考古发掘，一定程度填

补了这一地区考古工作的空白，推进了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与编年研究〔１〕。

按考古学文化分区方法，西辽河以北包括科尔沁沙地东北部属辽西文化区。然而近年来，

西辽河北系区发现的几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改变了传统认识，从这几种遗存文化面貌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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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均难以纳入到辽西区已确认的文化中去，也就是说辽西地区作为一个整体，除存在自身的文化

序列外，还有一些复杂情况并未被人们完全了解。西辽河北系区发现的几种新石器时代文化

遗存与以往确认的辽西诸考古文化有怎样的关系？它们在辽西考古学文化区中处于什么样的

地位，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文化差异？作者自２０００年以来，在西辽河北系区多次考古调查，并对

几处重要遗址进行发掘〔１〕。基于第一手资料和对这一地区史前文化的长期关注，本文通过西

辽河北系区几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及相关资料的梳理分析，以文化变迁与边缘效应的视角，对上

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　四种文化类型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西辽河北系区新识别的几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加上早年发现的富

河文化，共四种文化类型（图一）。

（一）西梁类型

林西县井沟子西梁遗址是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考古课题组于

２００２年在该地区调查时发现的，２００３年进行发掘，清理房址１１座、灰坑２个。发掘者首次对其

图一　西辽河流域北系区几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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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考古课题组对克什克腾旗、林西县、巴林右旗进行
较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并对林西县井沟子西梁遗址发掘。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９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科尔沁沙地
汉以前考古课题组对吉林省通榆县、洮南县、白城市洮北区，内蒙古科右中旗、扎鲁特旗、开鲁县、科左中旗等进行有
针对性的考古调查。此后又参加了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左中旗哈民忙哈遗址的大面积发掘工作。



文化性质进行了认定，命名为西梁类型〔１〕。此前，１９９１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巴林右旗

塔布敖包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新石器时代房址４座、灰坑６个、墓葬１座〔２〕。２００９

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再次对塔布敖包遗址发掘，据报道，清理房址４座、灰坑２个〔３〕。另外，

根据以往调查资料，在巴林右旗的锅撑子山〔４〕、克什克腾旗经棚镇附近瓦盆窑〔５〕、林西县西

樱桃沟门〔６〕等遗址也有类似发现。目前这类遗存散见于查干木伦河左岸及以西的西辽河上

游地区，西辽河以南尚未见报道。

以西梁遗址为代表的这类遗存，陶器以夹砂为主，器壁较厚，陶质疏松，陶色不匀，烧成温

度不高。器类品种单一，大多数为筒形罐，其他器形有盂、杯。大型器采用泥圈套接成形，小型

器为泥条叠筑或捏制，个别陶片有泥片贴筑痕迹。该陶器群纹饰特征突出，主要由条形堆纹和

线形压划纹饰构成，条形堆纹是以细泥条直接黏附于器表面形成的纹饰，包括平行、斜行、三

角、连弧、多重半圆、波折等多种纹样；压划纹有平行斜线、交错平行斜线、折线、网格纹、“人”字

纹等。另外，还见有少量的戳印纹和窝点纹。大部分陶器由条形堆纹和压划线纹组合成复合

纹饰，分段布局，上段多饰平行条形堆纹以及相连接的各种几何形堆纹，下段为压划的线形主

体纹饰，饰纹方式和纹饰风格与辽西地区已命名的诸新石器时代文化均不相同。石器采用打

制技术，器体厚重，制作古朴粗糙。器形有锄形器、斧、耜、刀、砍伐器、饼形器、磨盘、磨棒等。

其中锄形器出土数量最多，多采用灰质板岩，呈梯形或不规则三角形，在束缚木柄处琢磨出对

称凹缺，其他石器少有定型产品。骨、角、蚌器大多残损，但制作较精致，采用了劈裂、切割、刮

削、研磨、钻孔等多项技术。包括骨刀、石刃骨刀梗、石铲形器、骨锥、骨凿、骨筒、角器、蚌环等

多种器形（图二）。

西梁遗址的房址倚山坡而建，已清理的十一座房址分两排，沿等高线东西排列，无打破关

系（另一处经正式发掘的塔布敖包遗址由于揭露房址少，排列规律无法掌握）。房址均为半地

穴式，平面有进深大于面阔的长方形和前窄后宽的梯形两种，保存完整的房址有“凸”字形门

道，个别房址发现有壁龛。大型房址面积约４０平方米，居住面平整坚硬，圆形灶坑镶嵌石板，

居室四壁有排列整齐的柱洞；小型房址面积约２０平方米，居住面不平整，局部留有炊爨痕迹，

柱洞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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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西梁类型器物
１－１１．陶筒形罐（Ｆ１②∶３５、Ｆ７②∶４、Ｆ７②∶３、ⅡＦ１∶３０、Ｆ３②∶１、Ｆ６②∶８、Ｆ１②∶３３、ⅡＦ２∶

７、Ｆ７②∶２、Ｆ１②∶３４、Ｆ６②∶３）　１２．陶盂（ⅡＦ１∶３２）　１３、１４．石锄形器（Ｆ８②∶４、Ｆ９②∶１）

１５．骨刀（Ｈ１∶３）　１６．骨刀梗（Ｆ２①∶１０）　１７．刻纹角器（Ｆ３①∶１０）　１８．刻纹骨筒（Ｆ７②∶

１１）　（４、８、１２．为巴林右旗塔布敖包遗址出土，其余为林西井沟子西梁遗址出土）

　

在房址的居住面和堆积中发现大量动物烧骨，经鉴定种类有马鹿、梅花鹿、猪、牛、熊、东北

狍、獐、麝、貉、兔、雉和各种蚌类。其中哺乳类动物以马鹿数量最多，占７３．３％，且多用马鹿骨

制作工具〔１〕。从动物遗存的种类、数量统计结果和生产、加工工具分析，该文化类型生产水平

较低下，以狩猎、采集等自然攫取型经济为主，出土遗物反映的农业迹象不明显。

（二）富河文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巴林左旗考古调查中，发现乌尔吉木伦河

沿岸含细石器各地点遗存的文化面貌有差别。为了进一步了解细石器文化的内涵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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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陈全家：《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西梁遗址出土动物遗存鉴定报告》，《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时期遗址调查与试掘》，科学
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图三　富河文化器物
１－３．陶筒形罐（Ｈ１６∶２２、Ｈ１５∶２、Ｈ２０∶７）　４．陶圈足碗（Ｈ１８）　５．石锄形器（Ｈ２７∶

３７）

６．石砍砸器（Ｈ１５∶２０）　７、８．石锛（Ｈ４０∶７、Ｈ１６∶７）　９．石镞（Ｈ１∶１０）　１０．石锥（Ｈ３

∶５４）　１１．有齿骨器（Ｈ１０∶８）　１２．石刮削器（Ｈ１５∶１２）　１３．骨刀柄（Ｈ２∶１１）　（均为富

河

沟门遗址出土）

　

１９６２年发掘了富河沟门、南杨家营子和金龟山遗址〔１〕。在西辽河以北进行的这次考古发掘

具有两个重要学术意义。一是根据富河沟门遗址出土遗物的特质性提出富河文化命名〔２〕，进

而从笼统的北方草原细石器文化中区分出不同文化类型；二是通过南杨家营子遗址发掘，确认

富河文化晚于红山文化的层位关系，同时在金龟山遗址发现早于富河文化的遗存，为再认识富

河文化的相对年代提供了线索。遗憾的是这项工作没能继续开展，虽然发表资料有限，文化面

貌尚不完全了解，但仍然可以认定是一个独具特征的器物群。

富河文化的陶器均为夹砂陶，质地疏松，器壁较薄，火候不高。器形以筒形罐为主，有少量

的圈足钵、碗、杯和斜口罐。筒形罐直口，深腹，口径与底径比差较小，微弧腹。流行横压纵向

排列的篦点和线形“之”字纹，口沿饰附加堆纹，特点鲜明。石器分大型石器和细石器两类。大

型石器为打制，种类有锄形器、砍砸器、斧、锛、凿、尖状器、刮削器和磨盘、磨棒等。其中有肩亚

腰锄形器、条形锛等，边缘打击整齐，制作规范，为定型产品。细石器数量多，种类丰富，各种

镞、锥、钻、圆头刮削器、尖状器，加工细致。长条形石叶宽度均匀，长约１０厘米，显示了娴熟的

—５—

朱永刚：文化变迁与边缘效应———西辽河流域北系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１〕
〔２〕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１７６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１９６４年第１期。



打片技术。骨制工具发达，遗址中出土的鱼钩、鱼镖、镞、骨刀柄和大量野生动物骨骼，表明该

文化渔猎生活气息浓厚（图三）。

富河文化遗址多分布在乌尔吉木伦河沿岸的岗坡或台地上，一般坐北朝南，远处能看到成

排的灰土圈，经发掘证明，这些灰土圈是房址。大型村落如富河沟门遗址有房址约１５０座，规

模较小的金龟山遗址调查所见的房址约４０座。由于部分房址在同一地点重叠修建过多次，所

以成排分布的房址并非同时期建筑。房址均为半地穴式，方形为主，灶坑居中，四壁砌筑石板，

有的房址内发现窖穴。根据残存柱洞推测，房屋可能为一面坡式建筑，北高南低的结构使南部

遗迹不易保存，是否有门道无法认定。

迄今，富河文化只发掘过不多的几个地点，研究者对其分布范围有不同认识，但都指出在

西辽河以南未发现同类遗存。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西辽河上游即查干木伦河以西极少发现

富河文化遗存〔１〕，开鲁以东西辽河下游和新开河也甚为罕见〔２〕，富河文化分布范围大致不超

出乌尔吉木伦河流域。据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次文物普查资料，在这一区域共发现富河文化遗

址约４０处〔３〕。由于传统考古调查的局限性，这些遗址是否确属富河文化，需审慎对待，在今

后开展的田野工作中应予以进一步认定。

（三）哈民文化

哈民文化是近年新确认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这类遗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有零星发现，

但因缺乏可对比资料，只是将其笼统地归入新石器时代文化〔４〕。２００３年，考古工作者在科右

中旗嘎查营子遗址调查时，曾采集到麻点纹陶片〔５〕，继而又在哈尔沁遗址发掘中清理出一座

含有这种陶器的房址，发现者认为属红山文化，推测年代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６〕。２００７年，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科尔沁沙地汉以前考古课题组对科尔沁沙地和周邻地区考古调查

中，在多个地点采集到麻点纹陶片，由于纹饰风格独特，故将其单独区分出来，并指出可能“为

认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提供了线索”〔７〕。随后在吉林白城双塔遗址发掘的一组墓葬中，发

现麻点纹陶器和红山文化兽面纹玉佩、玉环共存关系〔８〕。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

研究中心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科左中旗哈民忙哈遗址累计发掘面积达４０００余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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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哈民文化陶器
１－４．筒形罐（Ｆ３５∶６、Ｆ３６∶１９、Ｆ１３∶１、Ｆ２∶１８）　５．侈口罐（Ｆ３４①∶３）　６－８．双耳壶（Ｆ８∶４、Ｆ２∶

１９、Ｆ２２∶８）　９．三足罐（Ｆ３７∶１０）　１０．圈足器（Ｈ１９∶２）　１１．罐口沿（ⅠＴ００６０６６②∶１）　１２、１３．陶

片（Ｆ１１∶６、Ｆ３７①∶６）　１４．钵（ⅠＣ∶１８）　１５、１７．盆（ⅠＴ００７０６６②∶３、ⅠＴ００８０６６②∶１）　１６．带流盆
（Ｆ３６∶８）　１８．斜口罐（Ｆ２０∶２８）　（均为哈民忙哈遗址出土）

　

米，清理房址４３座、灰坑３８个、墓葬６座〔１〕。哈民忙哈遗址已探明面积超过１０万平方米，是

迄今在西辽河以北地区发现最大规模的史前聚落遗址，经大面积发掘，为初步认识这类遗存的

文化性质与年代提供了重要资料。

哈民忙哈遗址出土遗物十分丰富，包括陶器、石器、玉器和骨、角、蚌制品等近千件。陶器

以黄褐色砂陶为主，烧制火候较高，手制，器壁薄厚均匀，口沿有轮修痕迹。陶器表面除部分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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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哈民文化器物
１、３．石镐（Ｆ２４∶２７、Ｆ３５∶１３）　２．骨匕（Ｆ３９∶４）　４．石杵（Ｆ３７∶３２）　５．玉双联璧（Ｆ３７∶

２）　６．石饼（Ｆ３０∶１２）　７．石环形器（Ｆ３２∶４９）　８、９．玉璧（Ｆ３７∶１、Ｆ３７②∶２）　１０．玉钺
（Ｆ２６∶１７）　１１．石磨盘（Ｆ１９∶２０）　１２．石镞（Ｆ２３①∶４）　１３、１７．陶丫形器（Ｆ１７∶２５、

Ｆ１７∶２４）　１４、１５．骨鱼镖（Ｆ２１①∶１３、Ｆ２１①∶３８）　１６．骨柄石刃刀（Ｆ３６∶１４）　（均为哈

民忙哈遗址出土）

　

面外，多饰麻点纹、方格纹或菱格纹，还见有少量的压印“之”字纹、刻划纹及彩陶片。陶器基本

组合为瘦高体斜直腹筒形罐、小口鼓肩双耳壶、斜口盆和浅弧腹钵，其他器形有斜口罐、侈口弧

腹罐、三足罐、带流盆、圈足器（图四）。还有少见的陶制品，如丫形器、水滴形器、圆锥体和矩形

穿孔陶具等，颇具特色。石器种类丰富，打制、磨制、细石器共存。器类有镐、斧、锛、凿、刀、杵、

饼形器、环形器、磨盘、磨棒等，其中器身修长的镐、长方形穿孔刀、有节杵、厚体长方形磨盘、拱

背磨棒，是相当定型的产品。细石器中三角形双翼石镞和骨柄刀石刃，通体压削，加工精细。

玉器制作精美，均出于房址，璧、双联璧、钺、兽面纹佩饰等，具有明显的红山文化风格（图五）。

遗址出土大量的动物骨骼，经鉴定的三十八个种属有鹿、马鹿、狍子、野猪、牛、马、兔、狐狸、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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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等，以啮齿类和鸟类最多。

房址平面呈长方形或方形，均为半地穴式建筑。居住面平整，保存较好的居住面和穴壁留

存有深度烧烤的痕迹。圆形灶坑位于居室中部偏向门道一侧，有的灶坑外缘筑石马蹄形灶圈，

个别灶内遗留有陶支撑物。柱洞有明柱和半壁柱两种，多沿穴壁内侧排列。门道呈“凸”字形，

东南向。按半地穴面积计算，有分四种规格。小型面积不足１０、中小型１０－１５、中大型１５－

２０平方米和面积超过２０平方米的大型房址，其中小型和中小型占７０％。房址的门道普遍较

长，部分房址半地穴外缘发现有完整的陶器和成组摆放的石器、骨器，另外在大多数房址开口

外侧的水平面上分布有类似柱洞的黑土圈。种种迹象表明，半地穴式房址外围有一圈二层台，

初步判断原房址地面构架要大于半地穴面积。

从哈民忙哈聚落布局看，房址门道统一朝东南向成排分布，虽然个别房址在排列中的位置

略有参差，但排列基本整齐。灰坑和墓葬散布于房址周围，很少出遗物。墓葬为土坑竖穴，除

一座三人仰身屈肢葬外，其余为单人叠肢葬。聚落外围发现有环壕，已探明呈半圆弧形围绕遗

址东北部。

哈民忙哈遗址是西辽河以北揭露的最大规模环壕聚落，这类遗存的房址结构、丧葬习俗、

陶器基本组合和别具一格的纹饰与饰纹方式，区别于辽西地区已发现命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条形石镐、有节石杵、长方形厚体磨盘、石饼等生产工具也与周邻已知考古学文化不同。鉴于

该遗址文化内涵比较单纯，出土遗物及其特征组合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发掘者将其命名

为哈民文化〔１〕。

哈民文化正式发掘的遗址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外，还有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Ｄ地点〔２〕、

道老杜粮库〔３〕、吉林白城双塔遗址〔４〕。经调查并报道的地点有科右中旗嘎查营子〔５〕、哈尔

沁〔６〕，科左中旗白菜营子〔７〕、西固仁茫哈〔８〕，科左后旗阿仁艾勒〔９〕，另外在吉林省通榆、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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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白城所辖区县也有发现〔１〕。从上述遗址空间位置来看，哈民文化主要分布在科尔沁沙地

东北部，向南没有越过西辽河，北至洮儿河，以新开河和乌额格其郭勒河分布较密集（图一）。

（四）南宝力皋吐类型

南宝力皋吐西北距扎鲁特旗约４０公里，整个墓地坐落在一条西北—东南向的沙土岗地

上，由三片墓地组成。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地发掘三次，揭露面积约

１万平方米，共清理墓葬３９５座，出土陶、石、玉、骨、角、蚌器等各类遗物１５００余件。相关报道

指出，“在这里首次发现内蒙古东部和东北中部新石器时代晚期两支重要遗存———小河沿文化

和偏堡子文化共存的实例，为研究两种文化的关系提供了至为关键的材料”〔２〕。鉴于南宝力

皋吐墓地的自身特点和多种文化成分组合的特殊现象，发掘者称之为“南宝力皋吐类型”〔３〕。

作为新识别的一种考古学文化，目前尚不了解这类遗存的居址情况，仅就墓葬反映的文化面貌

作些归纳。

１．墓葬呈区域分布，成行排列，头向统一东南向，彼此间极少叠压、打破。墓葬皆土坑竖

穴，个别见有二层台、头龛、脚龛。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亦见有俯身、侧身、二次、无头等葬

式。除个别空穴墓葬外，随葬品基本置于头部，但随葬品的多寡、丰俭有明显差别。

２．随葬陶器以筒形罐和壶为主，其他器形有尊、钵、叠唇罐、鼓腹罐、圜底筒形罐、双口壶、

龟形器等。纹饰大致分两类，一类是条形附加堆纹，呈凸棱状或绳索状，口部多横向、腹部多竖

向饰纹；另一类为刻划纹或压印复线几何纹，纹样有“回“字形、“己”字形、三角形、菱形纹。此

外，还见有少量的绳纹、戳印纹和彩陶，部分器底饰编织纹或叶脉纹。南宝力皋吐墓葬出土的

陶器成分复杂，既有小河沿文化、偏堡子文化的典型器物，有来自北方某些尚不确定的文化因

素，同时具有自身特点的器形、纹饰和器物组合也很明显（图六）。

３．墓地出土的生产工具和装饰品十分丰富。石斧、锛、凿、矛、权杖头、饼形器等多磨光。

打制石器有亚腰石斧、锄形器、砍砸器，器形较大，器体敦厚。细石器约占出土石器的８０％，

镞、钻、刮削器、石叶，往往通体压削成形。玉器和绿松石制品以装饰类小佩件为主，有璧、环、

璜、等，器体多扁平、钻孔，表面光滑。骨、角制品发达，骨柄石刃刀、骨柄石刃剑、骨镖、骨匕

等工具加工细致，保存完整的骨冠，是极为难得的精品。

已发掘的墓地除南宝力皋吐外，还有扎鲁特旗的昆都岭〔４〕，经调查确认的地点有科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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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南宝力皋吐类型陶器
１－４．筒形罐（Ｍ１７４∶２、ＣＭ１５∶５、ＣＭ１７∶２、Ｍ１６９∶２）　５．叠唇罐（Ｍ１３３∶４）　６．侈口罐（Ｍ１７７∶２）

７．尊（ＣＭ３３∶１）　８．钵（ＣＭ２∶１）　９、１１．高领壶（ＢＭ５７∶１、Ｍ１２１∶１）　１０．鼓腹罐（ＣＭ２３∶１）　１２．
圜底筒形罐（ＣＭ３５∶５）　（均为南宝力皋吐墓地出土）

　

旗的白菜营子〔１〕、西固仁茫哈等〔２〕。根据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科尔沁沙地汉以前考

古课题组在通辽地区进行的专项考古调查，南宝力皋吐类型主要沿新开河和乌额格其郭勒河

分布，尤以扎鲁特旗北部较为密集〔３〕（图一）。

二　文化内涵的比较分析

以上四种文化遗存除富河文化外，为近年新发现的文化类型，由于它们在文化面貌上均呈

现出与以往辽西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差异的现象，因此有必要通过年代判定、内涵分析并与之相

关的考古学文化比较，以探究考古学文化性质、文化变迁等深层次问题。

西梁类型经正式发掘的地点，有林西县井沟子西梁和巴林右旗塔布敖包。西梁遗址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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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址和灰坑均开口于表土层下，房址之间无叠压打破关系，但个别房址废弃堆积中发现有红

山文化陶片和烟叶形石耜。塔布敖包遗址发掘证实，西梁类型陶器与典型兴隆洼文化筒形罐

在同一房址内共存。西梁遗址测定的二个碳十四年代数据（均采自房址居住面），分别为距今

７０６０±６０年、６８８５±５０年（未作树轮年代校正）。从层位关系看西梁类型当早于红山文化，依

据共存关系和碳十四测年数据，可判定其年代相当于兴隆洼文化晚期。

西梁类型的房址结构和排列方式，陶器质地、制法、烧成温度，石器种类、形制与制作工艺

与兴隆洼文化相同，均反映出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早期特征。部分斜筒形罐器形和口沿饰

平行的条形堆纹风格与兴隆洼文化非常相似，而塔布敖包发现的西梁与兴隆洼两类陶器共存

实例，也说明它们之间的年代关系。西梁类型房址面积较小、沿穴壁有整齐排列的柱洞，有

“凸”字形门道、储物壁龛和方形石板灶坑与兴隆洼文化比较，在建筑形式方面有区别。由于西

梁和塔布敖包遗址发掘面积有限，没有发现像兴隆洼文化那样的环壕和居室葬。

从陶器看，西梁类型的筒形罐普遍较矮，方唇，直口，微弧腹。盂的造型介于筒形罐与碗之

间，薄胎厚底，此类器形不多见。纹饰独具特色，一般口沿饰平行附加堆纹，并连接三角、波折、

连弧、重环等多种堆纹。以压划线纹构成的主体纹饰不分段，饰纹草率，完全不见“之”字纹。

兴隆洼文化筒形罐多体形瘦高，口沿多饰数周弦纹，呈凹凸瓦棱状。早期主体纹饰为分段压印

交叉、网格、平行斜线纹；中期以后以“之”字纹为主，口沿外叠唇并流行三段式纹饰布局〔１〕。

无论器形还是纹饰风格，两者有明显区别。

目前，西梁类型仅发现于西辽河以北，查干木伦河沿岸及以西地区，分布范围与兴隆洼文

化白音长汗类型大体重合。从谱系关系来看，西梁类型的来源有两种可能。一是源于西辽河

北系区发现的以素面筒形陶器为代表的遗存〔２〕。这类遗存文化面貌有一定的原始性，可能是

本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但已发现的线索找不到两者之间有何联系；二是兴隆洼文化衍

生的地方变体。虽然按兴隆洼文化循序发展的一般规律，似乎难以形成像西梁那样以条形堆

纹陶器为主要特征的遗存，但兴隆洼文化分布区域广泛，其分布范围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别。

种种迹象表明，兴隆洼文化晚期在不同地区孕育着新的文化因素，对其后发展起来的赵宝沟文

化、富河文化和红山早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梁类型颇具特色的条形堆纹及组合纹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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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西锅撑子山，巴林左旗福山地，巴林右旗查干浑迪和林西白音长汗第一期遗存等地点发现这类遗存的陶器，主要
特征，烧制火候低，器壁厚，素面，器类仅见筒形罐。其年代可能早于兴隆洼文化，但不排除某一时段并行的可能。从
以往发现的线索来看，这类遗存在西辽河以北的分布范围还有扩大的趋势。参见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文物工作组：
《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细石器文化遗址》，《考古学报》１９５７年第１期；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文物工作组：《昭乌达盟巴
林左旗细石器文化遗址》，《考古学报》１９５９年第２期；朱永刚：《查干木伦河流域古遗址文化类型及相关问题》，《考古
与文物》２００４年第３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



表了一种文化符号，这种文化的特质性或产生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或来自周邻文化因素的传

播，无论哪种情况，都可能造成与兴隆洼文化相差异的现象。所以从文化面貌的总体特征看，

不能排除西梁类型仍属于兴隆洼文化的一个分支。

富河文化是西辽河北系区最早确认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但年代问题一直缺乏论证。二十

世纪六十年代，由于在南杨家营子遗址发现红山文化房址被富河文化堆积叠压的层位关系，一

般认为富河文化晚于红山文化。朱延平曾对富河文化陶器上的纹饰痕迹做过细致观察，并通

过富河沟门遗址出土的圈足钵陶片与赵宝沟文化类比分析，提出“富河文化陶器中与赵宝沟文

化相通的因素，当主要来自后者的传播，特别是圈足钵”〔１〕，他认为圈足钵不仅是赵宝沟文化

代表性器物，而且具有时代特征。在赵宝沟文化兴盛之时，与其毗邻的上宅文化和新乐文化也

都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同类器。而赵宝沟文化一经结束，这种富有特色的陶器也随之消失。所

以含有圈足钵的富河文化年代大致与赵宝沟文化基本同时，这一观点已为学界所普遍接受。

关于富河文化的性质问题，从开始就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富河文化与红山文化是

两个文化系统。郭大顺认为，富河文化与红山文化“是当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两个

分支。北部富河一支，可能较长时间保持着北方草原地区文化面貌”，以林西沙窝子遗址为代

表的细石器遗存，是探索其文化前身的重要材料〔２〕。随着考古新发现和可比较资料的不断丰

富，一般认为富河文化源自兴隆洼文化（尤其是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兴隆洼文化）〔３〕，还有观点

认为同时也继承了西梁类型的部分因素〔４〕。然而富河文化所具有的某些特质在当地却找不

到相关联的线索。早年，刘观民曾提出，到另一区系中去寻找富河文化的来源，这一看法仍然

值得重视〔５〕。

首先，富河文化精湛的细石器制作技术，发达的骨制工具，尤其是长大石叶与大型打制石

器共存的遗存，在我国北方地区并不多见。富河沟门遗址经鉴定的野生动物有野猪、鹿、黄羊、

狐、松鼠、狗獾以及洞角类、犬科、鸟类等。鹿的数量最多，约占一半，野猪、狗獾次之，分别为

１７％、９％，洞角类仅占２％左右〔６〕，说明富河文化是以渔猎、采集为主的自然资源依存型经

济。而西辽河以南系列新石器时代文化，由于地缘关系，受黄河流域文化影响，不仅文化面貌

不断接近，而且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型经济，富河文化与之比较在经济形态上有

明显差别。

其次，富河文化陶器普遍饰有横压竖排的篦点“之”字纹，这种采用齿状工具压印的纹饰，

在西辽河以南除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有少量发现外，早期的兴隆洼文化，下辽河流域的新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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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文化，以及辽东半岛的小珠山下层文化、后洼下层文化都是非篦点的线形“之”字纹为主。

从更广大的区域来看，篦点“之”字纹主要分布在西辽河以北到外贝加尔的东南部。据碳十四

测定数据，外贝加尔东部含篦点“之”字纹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较早，延续时间较长。有研究

者指出，这种纹饰有由北向南推进的趋势〔１〕。

再次，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的三十七座房址中有四座是圆形的。迄今在辽河东西两翼地区

包括辽东半岛，揭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房址均为方形。富河文化发现的少量圆形房址是一个

突兀现象，在当地找不到来源，而外贝加尔卡林加河口文化的房址均为圆形〔２〕。也就是说在

圈定的篦点“之”字纹分布范围内，富河文化所见圆形房址和篦点“之”字纹都可能来自北方。

目前，虽然对富河这类含丰富细石器遗存的文化内涵了解不多，但仅从当地的新石器时代

早期文化中寻找其文化来源，似乎还没有哪一支先行的考古学文化或类型可以直接发展为富

河文化。在以上列举的诸要素中，渔猎、采集经济的特质性在富河文化中有充分反映，说明这

类遗存有来自遥远北方渔猎文化的渗透。富河文化与辽西中心区考古文化形成的地域差别，

不应简单理解为辽西新石器时代文化自行的演变，而是不同区系考古学文化渗透、融汇的结

果。

经大规模发掘的哈民忙哈史前聚落，保存完整，出土遗物丰富。通过房址结构、墓葬习俗、

陶器组合和石器形制的了解，使我们对这种新确立的考古学文化有了初步认识。

哈民忙哈遗址成排分布的房址和少量灰坑与墓葬，缺乏叠压打破关系。从发掘现场清理

出带有明显火烧痕迹房屋构架和极为震撼的大批非正常死亡人骨遗骸殉难场所分析，该遗址

是因突发事件而废弃的。由于出土遗物器形和组合无明显变化，遗址已发掘部分大体属同一

时期。由于地层出土的遗物含有少量“之”字纹陶片，房址内发现泥质彩陶片、三足罐、圈足器、

玉器等红山文化晚期特征的类型品，为判断该遗址相对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前，吉林白城

双塔墓葬也提供了这类遗存陶器与红山文化玉器共存的例证〔３〕。目前，学界对红山文化晚期

年代的看法比较统一，认为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３５００－前３０００年〔４〕，这与哈民忙哈遗址最

新测定的一组碳十四年代数据基本一致〔５〕。所以从共存关系和碳十四数据两方面，可推定哈

民文化年代大体处于红山文化晚期。经正式发掘的南宝力皋吐Ｄ地点〔６〕，与哈民忙哈遗址

陶器比较，陶器素面化倾向，筒形罐口沿外折并多有器耳和简约化的纹饰风格，反映前者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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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晚于后者。循这一线索，对哈民文化进行分期研究，其年代下限略晚于公元前３０００年，或已

接近红山文化最晚阶段。

哈民文化具有较强的自身特点。一是作为该文化陶器显著特征之一的麻点纹、方格纹、菱

格纹在以往辽西地区的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都极为少见。仔细观察陶器表面纹样，麻点纹除

个别模糊（饰纹后经修抹），大多呈斜行或交错分布，纹理较深，类似编织物施压遗留的痕迹；方

格纹、菱格纹较浅，纹样均匀，局部有交错叠压，似圆轴状模具在陶器表面滚压所致，这两种纹

饰及饰纹方法与红山文化截然不同。二是筒形罐和斜口罐体形瘦高，按筒形罐发展演变规律，

其造型不可能来自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三是长条形石镐、有节杵、长方形厚体磨盘、拱

背磨棒，以及陶制品中的丫形器、水滴形器、穿孔陶具等生产生活用品，与以往的考古发现大异

其趣。四是哈民遗址发现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均为单人仰身叠肢葬，这种葬式还见于兴隆洼

文化时期的白音长汗二期乙类遗存〔１〕，说明这是一种年代久远的特殊葬俗，但在西辽河以南

的考古资料中却未见报道。

哈民文化与同时期的红山文化关系似较紧密，所见矮领鼓肩双耳壶、双腹盆、大平底盘、三

足罐和“之”字纹、双勾连涡纹彩陶片等具有红山文化的特点。但除双耳壶外，少有完整器，红

山文化纹饰陶片亦不多见。据最新报道，哈民遗址出土玉器约４０件〔２〕，大多制作精美，其中

圆形璧、双联璧、兽面纹佩饰等，无论形制还是风格均属红山系玉器。玉器被认为是通天理地、

祛灾祈福的礼器，以往主要发现于红山文化晚期的祭祀遗址和墓葬中〔３〕，被赋予原始宗教的

含义。哈民遗址的玉器均出土于房址内，说明是实用器，理念上的差别或许意味着这些玉器是

异地传入的。另外，从筒形罐和斜口罐瘦高的体形来看，更接近于第二松花江流域区的左家山

三期文化〔４〕，似反映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文化联系。哈民文化在与周邻文化的交往中，红山

文化晚期遗存对其有重要影响，且保持着发展的同步性，随着红山文化的消亡，在科尔沁沙地

西辽河以北地区哈民文化被南宝力皋吐类型所取代〔５〕。虽然哈民文化与同时期红山文化遗

存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两者的区别依然是明显的。由于哈民文化的主体成分独具特色，以目前

对辽西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认识还无法判断其源于哪一种文化。同样，在本地区之后出现的南

宝力皋吐类型也不是哈民文化的直接继承者。所以，相关问题的厘清有待新的考古发现与研

究的深入。

在四种文化类型中，南宝力皋吐类型的年代最晚。已测定的一组碳十四年代数据，经高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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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树轮校正，分别为公元前２１４０－前２０３０年、前２５７０－前２５１５年、前２５７０－前２５２０年、前

１７５０－前１６６０年〔１〕。剔除个别年代偏晚的数据，跨度基本在公元前２５００－前２０００年。这

组数据与小河沿文化已发表的三个测年数据中的两个相一致〔２〕，南宝力皋吐类型的年代大体

处于小河沿文化晚期。

南宝力皋吐类型因同名墓地发掘而得名〔３〕，但也有研究者将它归入小河沿文化〔４〕。南

宝力皋吐类型除自身文化特点外，主要含有小河沿文化成分和易于识别的偏堡子文化陶器。

那么到底是小河沿文化、偏堡子文化？还是强调那些具有自身特点陶器的差异性而确立一种

新文化？需要通过其文化内涵与相关考古学文化的比较进行分析。

一般认为小河沿文化是继承红山文化发展演变而来的，陶器基本组合为筒形罐、高领壶、

彩陶钵、豆、尊。这一时期陶器纹饰的变化是，交叉绳纹取代了此前辽西地区一直流行的压印

“之”字纹。此外，还有随葬陶器的明器化、竖穴半洞室墓的出现和葬俗的改变。凡此种种，说

明小河沿文化进入到了一个社会更替、文化变迁的新阶段。

南宝力皋吐墓葬出土的交叉绳纹陶筒形罐、侈口高领壶、双口壶、尊、钵等，不仅器形和纹

饰与小河沿文化大南沟墓地的同类器基本一致〔５〕，而且出现率较高，其他如磨制石斧、石锛、

细石器、骨柄石刃刀等也很相似。区别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南宝力皋吐墓葬具有自身特点的一些器形，如口沿饰平行多行附加堆纹陶筒形罐、

内填平行线几何纹鼓腹罐、复线几何纹双耳壶、人面壶及彩陶龟和异形陶器等为小河沿文化所

不见，而且其纹饰和饰纹风格与后者完全不同。从陶器共存关系来看，南宝力皋吐墓葬随葬陶

器以陶筒形罐和壶为基本组合，个别有尊和钵。据大南沟墓地陶器统计，筒形罐和豆占随葬陶

器的４９％；尊和钵占２８％；壶仅占７％。如果按１０％以上的出现率界定，大南沟墓地陶器基本

组合为筒形罐、豆、尊和钵，而壶的出现率较低。说明两者陶器的基本组合、纹饰风格和个性陶

器方面有很大不同。

其二，南宝力皋吐墓地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各墓区墓葬头向１１０－１６０度，方向较统一。

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少数双人和多人男女合葬墓，未见屈肢葬。大南沟墓地三个墓区的方向

不一致，墓葬形制除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外，还发现有竖穴半洞室墓，后者占全部发掘墓葬的

２１％。均屈肢葬，部分下肢屈度较甚者，可能采用“跪姿”或“坐姿”葬式。已发掘的三座双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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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墓，男女两腿相交或叠压，头向相反。从发表资料看，大南沟墓地有三十二座墓随葬有石璧

或石环，石璧多见于男性墓，置于颈部或胸部；石环多出于女性墓，佩戴于手臂，反映出明显的

性别倾向。

总之，南宝力皋吐墓地与小河沿文化大南沟墓地在墓葬形制、葬俗和随葬品方面的区别是

主要的，陶器纹饰、形制和组合也存在差异，所以现有材料不支持将南宝力皋吐这类遗存归入

小河沿文化。

南宝力皋吐墓地另一类文化特征鲜明的陶器出现率也很高，如器表饰竖向或曲尺形附加

堆纹的叠唇筒形罐、刻划复线三角或回形纹矮领深腹壶等，这类陶器无论器形还是纹样都具有

偏堡子文化特点。以往人们对偏堡子文化分布范围、相关遗存文化性质及渊源流向的讨论，基

本限于辽东半岛黄渤海沿岸地区，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向西的流布。南宝力皋吐墓地出现相当

数量的偏堡子陶器，看似突兀，但早有迹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奈曼旗大沁他拉采集的一批

陶器中，有一件腹部饰纵向直条间有波浪形堆纹的矮领罐〔１〕，既不属于红山文化，也不同于小

河沿文化，其易于区别的特殊纹饰与偏堡子陶器完全相同。有研究者指出，作为偏堡子文化陶

器向西传布的一个节点，推测“沿科尔沁沙地南缘，经奈曼、库伦、彰武、康平一线，是沟通辽西

腹地与辽河平原的重要通道”〔２〕。事实上以往调查的科左中旗新艾力〔３〕，近来新发现的科左

中旗西固仁茫哈〔４〕、珠日河牧场五分厂、努日木镇金山堡子、舍伯吐镇西毛都，开鲁县街集镇

前河村〔５〕，扎鲁特旗昆都岭〔６〕，均含有此类遗存。它们大抵反映偏堡子文化由东向西传布的

途径，同时也为南宝力皋吐墓地文化内涵的解读提供了有力证据。

还有一些情况值得注意，新石器时代的东北是以平底筒形罐为特征的文化区，而与之毗邻

的外贝加尔湖及周围地区尖圜底和圜底陶器有着完整的演进序列〔７〕。南宝力皋吐墓地报道

中被称为“釜”的那种圜底陶器〔８〕，显然不属于东北平底筒形罐系统，推测其很可能受到来自

贝加尔湖周围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素的影响。另外，通过玉器研究发现，南宝力皋吐这批玉

器的原料、工艺和器形较之红山文化玉器疏远，而近于呼伦贝尔的哈克文化〔９〕，甚至与更北的

俄罗斯远东地区出土的玉器存在某种联系。

一般认为陶器具有划分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属性，而对器物形制和组合的把握是分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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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与外延、界定文化性质的主要手段。南宝力皋吐墓地文化内涵复杂，占有相当分量的小河

沿和偏堡子两种主要成分，并非文化交流的个别现象，而是来自不同文化的类型器物在同一墓

地甚至同一墓葬内共存。以上通过陶器成分判别，结合墓葬形制、葬俗和量化统计所作出的评

价，显然不宜将其并入小河沿文化，也不能单独解释为偏堡子类型向西传布的文化更替。这类

遗存既有自身特点，又具备集结不同文化成分融为一体的多元特色，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辽西地

区边缘地带文化变迁的产物。

三　西辽河北系区与文化边缘效应

西辽河发源于蒙古高原东部边地，周边为大兴安岭南段、七老图山、努鲁尔虎山环绕，地势

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构成向东敞开的“Ｃ”形〔１〕。处于这个环状地质结构的西辽河流域，“依地

貌单元和形态可分为两个大区，即南部的黄土丘陵台地区和北部的风沙坨甸区”〔２〕。在大气

环流的作用下，南北区景观和生态系统有明显差异。大兴安岭山地和赤峰西部山地迎风面降

水增多，形成森林草原景观；七老图山、努鲁尔虎山南北两侧雨量较适宜，形成落叶阔叶林、灌

木丛景观，总体上西辽河南部区水热条件较为充沛。相比较北部区气候干旱少雨，以沙地、疏

林、灌丛、草甸景观为主，生态环境脆弱。尤其是科尔沁沙地西辽河以北地区，土壤、植被和水

资源的稳定性差，当气候异常和强化土地利用方式耦合作用时，就会破坏整个系统的平衡性，

导致灾变发生。环境学者研究认为，地貌和气候带的作用是造成西辽河流域南北有别的重要

原因〔３〕。历史上西辽河是本区环境与生态系统的一条自然分界线。

在这一地区开展田野考古工作之初，梁思永先生就提出西辽河及上游西拉木伦河北部和

广义辽河流域两个文化分布面的认识〔４〕。此后，为了从细石器文化范畴中划分出不同考古学

文化的探索，初步将西辽河流域的“细石器文化”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以林西锅撑子山

为代表，包括富河沟门等；第二种类型以赤峰红山下层即红山文化为代表〔５〕。严文明根据文

化特征和经济类型差别，把它们分别划在“旱地农业”和“狩猎采集”两个不同的经济文化

区〔６〕。随着以赤峰为中心的辽西区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构建和区系考古学文化研究的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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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深入，有学者注意到西辽河以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绝非富河沟门一处遗址表现的内容所

能涵盖”〔１〕，也“常有另异奇趣的红山文化遗存被发现”〔２〕。还有某些遗存“它们既非富河文

化，也不是红山文化或已命名的其他文化所能概括的”〔３〕。种种现象表明，这里发现的文化遗

存与人们对辽西考古文化区的传统认识有很大出入。

在辽西新石器时代文化框架内，按编年可归纳为两个序列：一是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

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其过程可以表述为后一种文化对前一种文化在时间节点上

有并存，相互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性，一脉相承，拟称之为主体文化序列。二是西梁类型———

富河文化———哈民文化———南宝力皋吐类型序列。目前，这一文化序列的四种文化类型仅见

于西辽河北系区，文化内涵多元且缺乏纵向联系，在各自时段内，它们均难嵌入到主体文化序

列中去，或称之为非主体文化序列。

从辽西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编年序列来看，几种非主体文化与主体文化之间的年代关系基

本上是相对应的。具体表现为文化内涵的一些共性特征，如西梁类型的大型打制锄形石器，陶

器的质地、制法、烧成温度，部分斜腹筒形罐的造型等都与兴隆洼文化基本一致；富河文化陶器

上的某些饰纹技法、纹饰种类和具有时代特征圈足钵等与赵宝沟文化相同；还有哈民文化的

“之”字纹和彩陶纹三足罐、双腹盆、矮领双耳壶以及红山文化玉器；南宝力皋吐类型的陶器，则

无论器形还是纹饰风格都可明确分辨出的小河沿文化器物群。此外，在房址结构、排列方式和

村落布局等方面亦没有明显不同。不难看出在这个框架体系内每当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出现分

化或重组时，处于边缘地带的非主体文化也作出相应反应，产生联动效应，其同步性说明两个

文化序列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

就已掌握的各文化类型在西辽河北系区分布情况，新石器时代早期，兴隆洼、赵宝沟文化

基本分布于西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乌尔吉木伦河以东则渐为稀少。西梁类型散见于查干

木伦河沿岸及以西地区，且与兴隆洼文化有共存现象。富河文化集中在乌尔吉木伦河沿岸，据

称在阿鲁科尔沁旗和扎鲁特旗境内也有少量发现〔４〕。已知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最为广泛，西

自克什克腾旗的永明、天宝同、河套〔５〕，东至科左中旗的西固仁茫哈和新艾力〔６〕，向北跨越松

辽分水岭到达霍林河流域，尤以西辽河上游及其支流最为密集。新石器时代晚期，红山文化仍

占主导地位，但其分布范围已明显收缩。据近年科尔沁沙地调查材料分析，红山文化早期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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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西辽河流域北系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平面分布示意图
　

在科尔沁沙地西辽河以北地

区有散落分布，而进入红山

文化晚期则被哈民文化所取

代〔１〕。小河沿文化在扎鲁

特旗—开鲁—科左后旗一线

以东难觅踪迹，这一时期新

开河、乌额格其郭勒河沿岸

发现的主要是南宝力皋吐类

型。诸考古学文化在西辽河

北系区分布错综复杂，总体

态势是，兴隆洼、赵宝沟、红

山和小河沿四种主体文化集

中分布在西辽河上游区，除

红山文化外，重心位置偏西。四种非主体文化，早期的西梁类型与兴隆洼文化局部重合，晚期

的哈民文化和南宝力皋吐类型主要分布在西辽河下游的科尔沁沙地，富河文化位置居中。从

分布格局来看，主体文化与非主体文化既相互交织又有所侧重，而非主体文化由西向东按时间

早晚相继出现的现象耐人寻味（图七）。

西辽河流域区既是一个地理单元，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单元。本文认为，在考古学文化区系

理论的框架内，辽西区作为一个整体，新石器时代的表现形式可以总结为内核和边缘双重构造

模式。基于对辽西区并存两个文化序列的阐释，如果把主体文化看作是内核，那么仅见于西辽

河北系区的几种非主体文化就处于这一结构的边缘。文化边缘有两层含义：一是文化分布区

的边缘；二是不同文化群体的结合部。就辽西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框架而言，前者指的是空间范

畴，后者强调的是非主体文化与主体文化之间的差异和涵化体现。所谓“涵化”是指不同文化

群体通过直接或间接交往和文化传播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能是单向的，也可能是双向的，其结

果是一方接受另一方的特质，或有选择地接受某些特质，而抗拒另一些特质。而变化往往发生

在文化边缘和不同文化群体的结合部。

西辽河北系区处于以赤峰为中心的辽西文化区北侧边缘，过去该区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

发现与研究是个薄弱环节，近年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通过上述资料的梳理，针对

种种文化变迁现象，把它归结为文化边缘效应，拟提出三点认识。

第一，西辽河北系区介于嫩江下游、第二松花江和下辽河多个考古学文化区之间，是连接

内蒙古东部和相邻东北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汇地带。检视区域内发现的西梁、富河、哈民和南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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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皋吐几种文化类型，均难以纳入到辽西区已确认的考古学文化中去，与周邻考古学文化比

较，具有很强的自身特点。

第二，在辽西新石器时代文化框架内，由于文化底蕴或生态环境的不同，占据中心位置的

主体文化以其内聚力和谱系的连贯性居主导地位。处于边缘地带的非主体文化，囿于自身特

点和成份多元化，因缺乏文化的延续性而居从属地位。从已识别的几种非主体文化来看，它们

既保持着与主体文化不寻常的联系，又表现出与中心区域考古文化相异的现象。

第三，从文化关系的动态角度分析，西辽河北系区发生的一系列文化变迁，总体趋向是游

离于该文化系统中心区域，呈现渐行渐远的“离心运动”，这种情况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表现得尤

为明显。

四　结　　语

以上讨论的西辽河北系区几种新石器时代文化虽然与辽西区主体文化之间均存在不同程

度的联系，但尚无可靠证据说明它们的直接来源及发生文化变迁的原因。也就是说按目前对

辽西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和演变规律的认识，在不同时段节点上都难以形成像西梁、富

河、哈民、南宝力皋吐那样的遗存，所以一定有其他文化因素在起作用。

东北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以平底筒形罐为典型器，但筒形罐形态差别不大，变化难以把握。

相比而言，陶器纹饰丰富多样，通过纹饰异同的类比及纹饰流变的梳理，在探讨区系划分和文

化传播方面具有优势。西辽河北系区几种具有特性的文化类型，无论是西梁类型的条形堆纹，

富河文化发达的篦点“之”字纹，还是哈民文化的麻点纹、方格纹、菱格纹，以及南宝力皋吐类型

形式多样的附加堆纹、复线几何纹，在西辽河以南地区不仅少见，且饰纹方法迥然有别。以陶

器纹饰区系观察，上述纹饰线索大多指向西辽河流域以北甚至北方以远地区。

北方相邻的嫩江中下游地区，以往含条形堆纹遗存都被纳入昂昂溪文化〔１〕。由于该地区

新石器时代考古所获材料以调查采集为主，这给运用器物形态变化和器物组合概念的考古文

化类型学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有研究者曾尝试从纹饰分类入手，重点分析条形堆纹之流变，结

合器物形态变化，将这一地区含此类纹饰的遗存分为四个阶段，并指出所谓昂昂溪文化，可能

包含了不同性质、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古遗存〔２〕。近年发掘的吉林白城双塔遗址一期、二期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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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１〕、大安后套木嘎遗址第一至三期遗存〔２〕，丰富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结合早年的考

古发现，大体可排列出嫩江中下游地区考古文化的序列与编年。其中，双塔一期遗存发表的六

个样品测年数据，将本地区含条形堆纹遗存出现的年代追溯至距今万年前后，这是迄今东北地

区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３〕。由此向北，黑龙江中游俄罗斯境内的哈巴罗夫斯

克至结雅河流经地区，已发现的新彼得罗夫卡、格罗马图哈和奥西诺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陶

器均流行条形堆纹，其纹饰组合还包括栉齿纹和少许菱格纹等〔４〕。从嫩江下游到黑龙江中游

广大地区，含条形堆纹陶器遗存，出现年代早，延续时间长，按其装饰风格可区划为贴塑纹陶器

文化系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经正式发掘而命名的新开流文化，是三江平原及兴凯湖地区最早认

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５〕，同时也确立了周邻相关文化遗存的参照系。新开流陶器常见纹饰有

菱格纹、鱼鳞纹和栉齿纹。菱格纹也称黑龙江编织纹，其饰纹方式“极有可能是以一种刻有纹

饰的圆轴状物在陶器表面循同一方向连续滚压所致”〔６〕，但也有一些纹饰是由独头工具垂直

戳压形成的。三江平原及兴凯湖地区位于张广才岭和小兴安岭弧形山脉结合部的外围地带，

东侧与俄罗斯滨海州接壤，南面隔图们江与朝鲜东北部为邻。审视周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

化，俄罗斯境内的鲁德纳亚、马雷舍沃、孔东等文化〔７〕，朝鲜半岛东北端的罗津、西浦项二期遗

存〔８〕，都见有新开流文化类似的菱格纹和栉齿纹。根据鲁德纳亚遗址下层和鬼门洞穴遗址发

表的多组碳十四数据〔９〕，新开流文化的年代可界定在距今７５００－６５００年，也就是说含这类纹

饰组合的相关遗存约距今７０００年前就出现了。有学者甚至认为采用圆轴物在陶器表面连续

—２２—

　 考古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白城双塔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４
期。

王立新、霍东峰、赵俊杰、刘晓溪：《吉林大安后套木嘎新石器时代遗址》，《２０１２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

双塔一期遗存一例人骨样品碳十四测年数据为公元前９１５０－前８７６０年；五例陶片样品的热释光测年数据，最早为距
今１０４００±６００年，最晚为距今９４４５±７１０年。参见王立新、段天：《中国东北地区发现万年前后陶器———吉林白城
双塔遗址一期遗存的发现与初步认识》，《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２２３－２３６页，吉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密山县新开流遗址》，《考古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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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地区原始文化》，《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大贯静夫：《豆满江流域を中心そする日本海沿岸の極東平底土器》，《先史考古學論集》１９９２年第２集；金用玕、徐国
泰：《西浦项原始遗迹发掘报告》，《考古民俗论文集》第４集，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２年。

鲁德纳亚遗址（新开流文化层）三个碳十四测年数据，分别为距今７５５０±６０年、７６９０±８０年、７３９０±１００年。鬼门洞
穴遗址五个碳十四测年数据，各为距今６３８０±７０年、６５７５±７５年、６８２５±４５年、６７１０±１０５年、５８９０±４５年。参见Ｂ
·И吉亚科夫著，宋玉彬译：《鲁德纳亚码头多层遗址及滨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
集———俄罗斯专号》，北方文物杂志社，１９９６年。



滚压的传统饰纹方法，可追溯到距今８０００年〔１〕。上述中、俄、朝毗邻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发

现的菱格纹和栉齿纹，持续时间较长，流行区域广泛，聚类分析可区划为滚压纹陶器文化系统。

此外，前面已讨论过的篦点“之”字纹，曾流行于外贝加尔的东南部，且出现的年代较早。

相比较，辽西地区兴隆洼文化只有线形“之”字纹，到赵宝沟和红山文化，见有少量的篦点“之”

字纹，唯有分布于西辽河以北地区的富河文化以篦点“之”字纹为主。据此推测，篦点“之”字纹

主要分布在西辽河以北至外贝加尔的东南部，这种纹饰有由北向南推进的趋势〔２〕。尽管篦点

“之”字纹与线形“之”字纹样式基本相同，但新石器时代外贝加尔及周围是尖圜底陶器文化的

分布区，辽西地区是以平底筒形罐为特征的文化区，它们的发展是相对独立的，所以属于不同

区系的两个文化系统。

新石器时代晚期，哈民文化陶器上大量出现的麻点纹是一种很特殊的纹饰，和辽西地区传

统饰纹方法不同，与以上列举其他地区的母体纹饰缺乏类比性。已知含这种纹饰的遗存，在松

辽分水岭以北霍林河和洮儿河流域均有分布〔３〕，然而没有证据显示其来源。至于这一时期科

尔沁沙地产生文化突变的原因，目前尚无法作出合理解释。

综上所述，西辽河流域以北乃至北方以远地区，按陶器纹饰和饰纹方法的不同，至少可划

分为外贝加尔东南部的篦点“之”字纹系统；嫩江下游至黑龙江中游以条形堆纹代表的贴塑纹

系统；三江平原与毗连俄、朝邻近地区以菱格代表的滚压纹系统。它们有别于辽河流域的线形

“之”字纹系统，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格局中，分属不同文化区系。以陶器纹饰区系划分的

观点，相同或相近的陶器纹饰和饰纹方法应该有关联性。纵观西辽河北系区几种新石器时代

文化与中心区考古文化相异的现象有一个显著特点，即表现为陶器纹饰的多元化，这就意味着

该地区的文化变迁与周邻文化的渗透，尤其是来自北方不同系统文化因素向南传播有关。当

然这一过程可能是波动、渐进式的，并非一蹴而就。

本文关注的西辽河北系区，处于半湿润与半干旱、黄土台塬与沙漠草甸地带，历史上是游

牧与农耕两种文明的结合部，也是不同经济形态相杂糅的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证明，西辽河

以南的种植业出现的早，是首先步入主营农业的地区，西辽河以北则以采集、渔猎经济为显著

特征。一般认为，纬度越高的区域采集、渔猎业越发达，反之则农业经济的指向性越明显。就

机制而言，高纬度地区易于向低纬度地区流动，逆向流动则十分困难。所以新石器时代这里发

生的文化变迁并形成边缘效应，除文化背景外，生态环境和经济形态的差异是另一个不容忽视

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渔猎、采集者的抉择，曾深刻影响到本地区文化的发展进程。

本文以西辽河北系区发现的几种文化类型为切入点，整合周边相关资料，深入探讨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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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与边缘效应问题，提出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解构成两个序列和双重构造模式。在

区系考古学研究取向方面，为重建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进行了初步探索。

　　附记：此项研究为２０１２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系列成果（项目批准号：１２＆ＺＤ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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